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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个体移动轨迹的多中心城市引力模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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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 310014；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长期以来由于规模变量、距离衰减系数取值缺乏依据，引力模型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容

易受到质疑，加之中国城市的多中心化使得模型应用的外部条件发生改变，模型验证工作的必

要性再次显现。本文使用2015年移动通信用户的个体移动轨迹数据，使用Huff当年的验证方

法，通过变量检验、参数校正两个步骤，验证Huff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① 城市内部商业中心

和就业中心的吸引力与中心的规模呈正比，与距中心的距离呈反比，符合引力模型规律。② 在

上海中心城区空间尺度、200 m网格空间单元下，商业中心吸引力的距离衰减系数平均值为

2.5，就业中心吸引力的距离衰减系数平均值为3.0，表明居民就业通勤对距离更加敏感，距离衰

减比购物出行更加显著。③ 经变量检验、参数校正后的引力模型可用于对商业中心、就业中心

优化调整后的势力范围进行预测，预测准确率可分别达到78.5%和71.9%。就业中心势力范围

预测准确性略低，这是由于就业中心吸引力衰减除受距离影响外，还受家庭、房价等因素影响，

会对预测结果产生扰动。最后，研究还证实了距离衰减系数存在空间分层异质性：距离衰减系

数不是唯一值，受道路可达性、至就业（商业）中心距离、至地铁站距离、人口密度影响，不同地

区的距离衰减系数存在较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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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反映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又称重力模型、场强模型）是城市地理、城市规划
的经典模型之一，在实践中有广泛应用[1-9]。但是由于缺乏实证，模型中的规模变量、距
离衰减系数取值往往缺乏依据。从引力模型研究的经典文献来看并非如此，变量、系数
取值有较严谨的实证。引力模型最早由Reilly提出，通过对Texas州大城市主要商场、家
庭购物清单的“调查”发现两座城市之间的市场界限“大致”与人口规模呈正比、与距
离的平方呈反比，据此“归纳”出了零售引力 （Retail Gravitation） 模型 [10]。此后，
Converse等对引力模型进行了演绎，分别提出了断裂点公式[11]和概率公式[12]，并用居民购
物出行的调查数据做“实证”，经变量检验、参数校正后再将模型投入应用。说明在引力
模型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者极为重视用实证数据验证模型。但此后可能是应用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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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逐渐忽视了变量检验和参数校正；城市系统日趋复杂也加大了模型验证工作的难
度。特别是模型中的距离衰减系数，当前在 0.5~3.0之间取值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做法[13]，
一般依据万有引力公式直接取2也不会受到质疑。而且现实中最初只针对居民前往商场
购物出行的引力模型应用已经扩展到了就业通勤、信息联系、企业联系等[14-17]。

随着城市的多中心化，小汽车普及、地铁线路成网使居民出行方式发生了显著改
变。有学者提出这些变化是否“挑战了传统基于单中心假设的城市模型，空间是否依然
存在逻辑？传统的地理空间的距离衰减性是否存在？”[18]。如果空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已发
生改变，那么需要重新审视引力模型应用的理论基础。随着数据存储、分析技术进步，
为验证引力模型创造了条件。已有学者使用手机通话数据、浮动车GPS数据、企业工商
注册数据等开展相关研究，证明了引力模型中的距离衰减规律依然存在[14-18]，其方法是以
某一间隔距离汇总吸引量，再用幂函数拟合吸引量——距离曲线，如果拟合的幂函数曲
线与实测结果有较高相关系数则表明吸引力衰减符合引力模型规律。还有学者更进一
步，提出拟合幂函数的指数的绝对值就是距离衰减系数[15, 17, 19]，但是这一方法并未得到公
认，而且指数是唯一值，掩盖了不同地区距离衰减的差异。与Huff当年的验证工作相
比，验证的深度有待加强，验证的方法有待商榷。

本文借助近年来出现的个体移动轨迹数据，用Huff当年的方法，对现在广泛应用的
引力模型——Huff的引力模型进行验证。首先与Huff的验证内容一致，探讨在当前多中
心城市中商业中心对居民购物出行的吸引力是否依然符合引力模型规律，特别是吸引力
的距离衰减有何特征。随后针对模型应用扩展的现实需求，探讨就业中心对居民就业通
勤的吸引力是否也同样符合引力模型规律，其距离衰减与购物出行的距离衰减特征有何
差异。希望本文所做的验证工作能为日后引力模型得到更加严谨地应用提供帮助。

2 引力模型验证方法和数据

2.1 Huff的引力模型和验证方法
Huff的引力模型是对Converse的断裂点公式的演绎，将非此即彼的市场区划分方法

演进为居民受商业中心吸引的概率。并通过调查证明了居民选择购物目的地的比例符合
引力模型规律；通过实测值——模拟值的拟合计算得到距离衰减系数，发现各商业中心
到各社区的距离衰减系数从2.115~3.779不等，用拟合的距离衰减系数代入公式划分城市
内部零售业商圈[12]。Huff的引力模型公式如下：

Pij =
SjT

-ℷ
ij∑j = 1

n SjT
-ℷ

ij

（1）

∑j = 1

n Pij = 1 （2）

式中：Pij为 i社区属于商业中心 j市场区的概率；Sj为商业中心 j的规模；Tij为 i社区与商业
中心 j之间的距离； ℷ为距离衰减系数；n为商业中心的数量。

模型中有两个变量（规模和距离），一个参数（距离衰减系数）。Huff选取商业中心
的面积作为规模变量；距离变量实测得到，以时间表示；距离衰减系数需要通过计算进
行校正，具体方法为：① 调查社区居民前往商业中心购物的人数，每个社区分别汇总，
计算前往各商业中心的人数比例，这是实测值，有且只有一个结果；② 将规模和距离变
量代入模型，设定距离衰减系数的取值区间和精度将其逐一代入模型，计算得到每个社
区属于各商业中心市场区的概率，这是模拟值（Huff并未说明距离衰减系数取值区间和
精度，若从0.50取值到5.00，精度为0.01，则每个社区需要计算450个模拟值）；③ 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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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每个社区的实测值和模拟值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最高的那个距离衰减系数就是该
社区校正后的值；④ 计算每个社区的平均值得到校正后的距离衰减系数。本研究就使用
该方法验证引力模型。
2.2 研究范围、数据和空间单元
2.2.1 研究范围 Huff对引力模型验证的空间尺度是城市，非区域。与其一致，本文选取
上海中心城区（图1）为研究范围，总共涉及128个街道，面积1180 km2，是上海城镇体
系的核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范围，具有当前多中心城市的典型特征。

2.2.2 研究数据 验证引力模型需要3种数据源：① 商业中心规模；② 商业中心和居住
地之间的距离；③ 居民选择购物出行目的地的比例，其中③的数据最关键。受数据调查
难度限制，Huff只对 3个社区开展了问卷调查，发放了 2650份问卷回收了 766份，回收
率只有 28.9%，其实很难具有全局代表性。近年来出现的手机信令数据记录了个体较为
连续的移动轨迹，能从中识别用户的居住地、工作地、游憩活动目的地信息，可以替代
问卷调查，得到覆盖面更广、样本量更大的数据，支持全市层面的分析。当前，手机信
令数据的识别处理技术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20-24]，基本能保证识别结果具有全局代表性。
使用手机信令数据已经在个体行为、城市空间等相关研究中取得了诸多成果[21, 23-30]。

本文使用的手机信令数据由上海联通①提供，采集时间为2015年11月连续10个工作

日和 6个休息日。首先通过判断工作日夜间居住时间和日间工作时间经常连接的基站，
识别居住地和工作地[23]；随后通过判断休息日在非本人居住地、非本人工作地、非交通

枢纽的某一小范围内连续停留，识别游憩地②[24]。从524.5万活跃用户（10个工作日至少

出现过 6次的用户）中识别出了 323万人的居住地，其中 80.5万人同时有居住地和工作

① 上海联通手机用户约占上海手机总用户的30%，样本应能覆盖各类人群。从后续识别结果来看，居住地、工作地识

别结果作为一种抽样数据基本与官方统计数据吻合，可认为样本具有代表性。

② 这里识别得到的游憩地是指居住地、工作地、交通枢纽之外的场所，包括商场、影剧院、公园等长时间停留场所，不包

括地铁站、公交站、便利店等短时停留的场所。

注：卢湾区已于2011年并入黄浦区，闸北区已于2015年并入静安区。

图1 研究范围
Fig. 1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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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③；识别出了6个休息日总计229.7万人、588.1万人次的本地居民居住地和游憩地（居

住地、工作地、游憩地均以基站坐标表示）。
商业中心规模在引力模型中的真实含义其实是商业中心吸引顾客的“效用”，Huff认

为商品种类越多对顾客吸引力越大，可以用商业设施面积表征。但在量化规模之前，需
要先确定商业中心的位置和范围。在Huff所处的 20世纪 60年代，城市系统并不复杂，
凭经验就可确定商业中心。Huff就是凭经验在 3个社区 20英里（约 32 km）半径范围内
选取14个商业中心，再调查商业设施面积，得到商业中心规模变量。但在当前高强度开
发、商业商务功能混合的城市中重复Huff当年的工作有两个难点。首先，商业中心很难
凭经验确定，易受主观判断影响，也很难客观划分商业中心边界[24]。使用个体移动轨迹
数据，当前一般使用空间聚类方法，即依据个体在活动目的地的集聚程度识别城市就业
中心、商业中心[18, 23-24, 31]。借助这一方法可使商业中心位置、范围的识别工作变得简单、
客观。其次，商业设施面积很难通过调查获取（很难将商业综合体中的商店面积分离出
来，沿街商业的面积也很难调查）。考虑到上海中心城区开发强度普遍较高，一般土地面
积越大、商业设施面积也越大，可用商业中心空间范围的面积代替商业设施面积，表征
商业中心规模。采用上述商业中心位置、范围确定方法、规模量化方法，本研究依据识
别到的本地居民游憩目的地，生成游憩活动分布图（图2a），使用局部空间自相关的聚类
方法识别游憩活动强度高值聚类区（图2b），结合商业用地筛选出商业中心（图2c），以
商业中心空间范围的面积（表1）表征商业中心规模。

商业中心和居住地之间的距离在引力模型中是指时间距离，Huff通过实测商业中心
几何中心到社区几何中心的最短时间获取。考虑到当前城市中交通方式多样化、交通拥
堵较严重，两点之间的出行时间波动较大，居民出行仍然使用路程概念，本文使用实测
的最短路程表征距离：在 ArcGIS 中建立道路的网络数据集，使用交通起止点（origin-
destination, OD）成本矩阵分析工具计算空间单元（30168个 200 m网格）质心相互之间
的最短空间距离（长度），事先准备好数据表，后续分析根据居住地、游憩地所属的空间
单元编号，从表中提取距离值。
2.2.3 研究的空间单元 Huff验证引力模型使用的空间单元是社区，使用手机信令数据，
虽然也可按社区汇总人数，但由于每个基站覆盖约800 m半径的区域，定位在基站上的
人并非处在基站之下，而是位于基站覆盖的区域内，直接按社区汇总会产生较大误差。
需要对基站连接的人数做 800 m半径的核密度分析才能更接近真实的空间分布[27]。考虑
到基站密度（平均每 9 hm2就有 1个基站）、覆盖半径等因素，选取 200 m网格作为核密
度分析的空间单元。考虑到商业中心和居住地之间的距离需要以两者几何中心的最短路
程表征，空间单元越大，误差越大，本文直接使用200 m网格作为空间单元，不再归并
到社区。研究范围内共有30168个空间单元，每个单元的人数即密度和面积的乘积。

3 商业中心引力模型验证

3.1 变量检验
变量检验即检验商业中心的吸引力是否：① 与商业中心规模呈正比，② 与距商业

中心的距离呈反比。分别汇总各商业中心吸引到的游憩活动人次，代表商业中心吸引

③ 以上海市域230个街道为空间单元汇总居住地识别结果，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各街道有工作的常住人口数相关系数

0.87，工作地识别结果和第三次经济普查各街道就业岗位数相关系数0.78。表明识别结果基本能代表全市就业者的居

住、就业活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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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由图 3a可见，吸引力与规模呈较显著的直线正相关（通过 1%显著性检验，下文相
关分析若能通过 1%显著性检验不再赘述），相关系数R为 0.98，属于极强相关。表明商
业中心规模越大，吸引的游憩活动人次越多，符合引力模型规律。

筛选在商业中心有游憩记录的人的居住地，分别计算居住地和游憩地之间的最短路
程，为便于显示，按100 m间隔汇总每一距离区间内的人次。由图3b可见，吸引力与距
离呈较显著的幂函数负相关，相关系数R为0.86，属于极强相关。表明商业中心吸引力
随距离下降，符合引力模型规律。说明引力模型在当前多中心城市中依然成立。

注：识别过程为：① 每个用户每天的游憩活动量为1，按在游憩地的停留时间分配权重后再按游憩地汇总游憩活动量，

在ArcGIS中对游憩地的游憩活动量做核密度分析（800 m搜索半径、200 m网格单元）得到本地居民游憩活动强度；

② 对①的结果做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反距离法表达空间关系，取800 m距离阈值），在1%显著性水平下（Z Score

> 2.58）选出高值聚类区（图b中红色部分）；③ 由于商场的日均人流量远大于其他游憩场所，高值聚类区一般包括

商业中心，再从中筛选商业用地，就能识别得到商业中心及其具体空间范围（图c）。得到24个商业中心，

这些商业中心通过同一个参数聚类得到，同属于城市级商业中心。

图2 2015年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识别
Fig. 2 Identification of commercial centres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in 2015

表1 2015年上海商业中心面积
Tab. 1 Area of commercial centres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in 2015

商业中心

徐家汇

南京西路

南京东路

淮海路

张杨路

不夜城

面积(hm2)

236

188

116

72

68

60

商业中心

五角场

环球港

中山公园

虹口龙之梦

淮海中路

长寿

面积(hm2)

56

56

52

52

48

44

商业中心

打浦桥

龙阳路

四川北路

豫园

莘庄

大华

面积(hm2)

40

36

32

32

28

28

商业中心

天山

真北

陆家嘴

七宝

南方

大宁

面积(hm2)

24

24

24

24

20

20

注：商业中心面积即图2c中识别得到的商业中心具体空间范围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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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距离衰减系数校正
首先计算商业中心吸引力的实测值，得到每个空间单元中的居民前往各商业中心的

购物出行比例：分别对每个商业中心按居住地汇总居民在该商业中心的游憩记录，1次
记录计 1人次，多次记录计多人次，对居住地做核密度分析（Population值选人次），得
到24个商业中心吸引到的居民的来源地分布。每个网格中的密度值与面积的乘积就代表
居住在该网格中的居民受某一商业中心吸引的人次，每个网格有24组人次数据，其比例
就代表每个商业中心对该网格的吸引力大小。以56432号网格为例，其中的居民受各商
业中心吸引的比例如表2所示。

使用Huff的引力模型公式，规模变量取商业中心面积，距离变量取居住地（200 m
网格）与商业中心的最短路程，设定距离衰减系数的取值区间为0.1~9.9（超出这一区间
视为异常值，不再计算），精度为0.1，逐一代入公式计算。每个网格与1个商业中心会产
生99个模拟值，24个商业中心会产生2376个模拟值。仍然以56432号网格为例，当距离
衰减系数取1.7时，依据模型计算得到的居民受各商业中心吸引的比例（表2）与实测比
例的直线相关系数最高，达到0.9（图4）。1.7就是该网格的距离衰减系数。

使用相同方法计算其余网格的距离衰减系数。由图5可见，各网格的距离衰减系数
均不同，距离衰减系数整体接近正态分布。说明：① 不同地区距离衰减系数不同，与
Huff当年的发现一致；② 绝大多数居民购物出行的空间阻力相似，受距离之外的因素扰
动较小。多数网格的距离衰减系数位于0.5~5.0之间，求平均值后得到商业中心的距离衰
减系数为2.5。

注：不同间隔距离拟合的幂函数不同，50 m间隔距离拟合的幂函数相关系数为0.85，200 m间隔距离为0.87，500 m间

隔距离为0.87, 1000 m间隔距离为0.88。说明吸引力随距离衰减的规律不会因显示的间隔距离不同而发生质的变化。

图3 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吸引力的变量检验
Fig. 3 Variable validation for commercial centres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表2 第56432号网格中的居民受各商业中心吸引的实测值—模拟值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measured and simulated values of inhabitants attracted by commercial centres in No.56432 grid

商业中心

大宁

不夜城

南京西路

虹口龙之梦

五角场

南京东路外滩

实测值

0.32

0.17

0.12

0.05

0.05

0.04

模拟值

0.34

0.04

0.11

0.08

0.04

0.10

商业中心

环球港

中山公园

淮海中路

长寿

大华

龙阳路

实测值

0.04

0.03

0.03

0.03

0.03

0.02

模拟值

0.04

0.03

0.02

0.03

0.03

0.01

商业中心

四川北路

徐家汇

中环

陆家嘴

淮海路

天山

实测值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模拟值

0.02

0.04

0.01

0.01

0.02

0.00

商业中心

七宝

张杨路

打浦桥

南方

莘庄

豫园

实测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模拟值

0.00

0.01

0.01

0.00

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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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应用——势力范围划分的实测和模拟结果比较
Huff的引力模型的实际应用就是势力范围划分：依

据引力“取大”原则，将空间划分为若干个中心的势力
范围（又称影响范围、势力圈、腹地） [1-3, 6, 8, 23-24]。上文
已经使用手机信令数据计算得到了每个网格中的居民前
往所有商业中心的比例，依据“取大”原则，比例最高
的中心就是该网格所属的势力范围。再引入绝对势力范
围的概念，即比例最高的中心只有其比例高于一定值
（0.27），才能表示居住在该网格中的居民购物出行主要
前往这一中心，是这个中心的绝对势力范围[24]。据此划
分24个商业中心的绝对势力范围（图6a），是实测结果。

使用Huff的引力模型公式，规模变量取商业中心面
积，距离变量取网格与商业中心的最短路程，距离衰减
系数取 2.5。依据引力“取大”原则，划分 24个商业中
心的绝对势力范围（图6b），得到模拟结果。

由图6可见，实测结果和模拟结果高度相似，以模拟结果为标准，两者有78.5%的网
格所属势力范围相同。不同的是龙阳路、莘庄、中山公园、徐家汇、四川北路的绝对势
力范围分别沿地铁2号线东段、1号线南段、2号线西段、9号线西段、3号线北段向外围
地区延伸，徐家汇、五角场、曹安的绝对势力范围分别沿虹梅高架、五洲大道、曹安公
路向外围地区延伸，而南方、豫园、天山的绝对势力范围分别被徐家汇、南京东路、中
山公园“吞并”。说明：① 虽然居民出行仍使用距离概念，但地铁和快速路、公路等车

图4 第56432号网格中的居民

受各商业中心吸引的实测值

—模拟值拟合
Fig. 4 Data fitting of measured and

simulated values of inhabitants attracted by

commercial centres in No.56432 grid

图5 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吸引力距离衰减系数
Fig. 5 Distance exponent of the attraction of commercial centres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图6 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势力范围划分的实测结果和模拟结果比较
Fig. 6 Comparison of measured and simulated results for the influence areas of each commercial centre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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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较高的交通线路会通过缩短出行时间对居民选择购物出行目的地产生影响；② 即使同
属于城市级商业中心，但传统人气较高、规模较大的商业中心对居民的吸引力更强，一
定程度上“屏蔽”了新兴的小规模商业中心的引力。同时也证明了Huff提出的商业中心
对居民的吸引力实际取决于其能提供的效用[12]。

上述分析表明，势力范围划分的实测结果和模拟结果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虽然存在
差异，但差异的原因可解释。若规划新的商业中心或调整现有商业中心规模，使用Huff
的引力模型公式，规模变量取商业中心面积，距离变量取网格与商业中心的最短路程，距
离衰减系数取2.5，可对优化后的商业中心绝对势力范围进行预测，准确率可约达78.5%。

4 就业中心引力模型验证

4.1 就业中心引力模型验证
虽然Huff的引力模型最初只是针对零售业（商业）中心提出来的，但现实中模型应

用已经扩展到了就业通勤[14]，且未经过严谨验证，其中Reilly、Converse、Huff的验证工
作都只是针对零售业，此后虽也有学者做过验证工作[14-15, 17-19]，但都不如Huff严谨。与购
物出行相似，居民前往就业中心的通勤活动也是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
其受就业中心吸引的规律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城市中居民的日常活动规律。就业中心引力
模型验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下文就用居住地、工作地信息，采用与上文相同
的方法验证就业中心的引力模型。

① 与识别商业中心的方法基本相同，依据本地居民工作地生成就业活动分布（图7a），
使用局部空间自相关识别就业活动高值聚类区（图7b），将高值聚类区划分为28个就业
中心（图7c），以就业中心面积代表规模（表3）。

图7 2015年上海中心城区就业中心识别
Fig. 7 Identification of employment centres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in 2015

275



地 理 学 报 75卷

② 检验变量。分别汇总各就业中心吸引到的就业人数，代表就业中心吸引力。筛选
工作地在就业中心的人的居住地，计算其就业通勤距离，按100 m间隔汇总每一距离区
间内的人数。由图8可见，吸引力与规模呈较显著的直线正相关，与距离呈较显著的幂
函数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99和0.88，都属于极强相关。表明就业中心的吸引力
与规模呈正比、与距离呈反比，符合引力模型规律。

③ 校正距离衰减系数。仍然以56432号网格为例，其中的居民受各就业中心吸引的
实测比例如表4所示。在2772（28个就业中心，每个产生99个模拟值）个模拟之中，当

表3 2015年上海中心城区就业中心面积
Tab. 3 Area of employment centres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in 2015

就业中心

南京西路

徐家汇

张杨路

长寿

漕河泾经济技术
开发区

中山公园

虹桥涉外贸易中心

面积(hm2)

480

460

408

400

380

372

264

就业中心

南京东路外滩

曹杨路

四川北路

陆家嘴

五角场

不夜城

苏河湾

面积(hm2)

224

220

196

188

184

172

148

就业中心

淮海中路

淮海路

打浦桥

浦东软件园

唐镇

虹桥临空经济园区

江浦

面积(hm2)

116

92

80

76

68

60

52

就业中心

大柏树

张江

豫园

外高桥

虹口龙之梦

陆家浜

曹安

面积(hm2)

48

48

36

32

28

28

24

图8 上海中心城区就业中心吸引力的变量检验
Fig. 8 Variable validation for employment centres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表4 第56432号网格中的居民受各就业中心吸引的实测值—模拟值比较
Tab. 4 Comparison of measured and simulated values of inhabitants attracted by

employment centres in No.56432 grid

就业中心

南京西路

不夜城

苏河湾

长寿

中山公园

四川北路

虹桥涉外贸
易中心

实测值

0.22

0.14

0.08

0.07

0.06

0.06

0.11

模拟值

0.15

0.11

0.06

0.12

0.04

0.10

0.02

就业中心

大柏树

五角场

张杨路

曹杨路

淮海中路

南京东路外滩

虹桥临空经济
园区

实测值

0.05

0.04

0.04

0.03

0.02

0.02

0.02

模拟值

0.03

0.04

0.04

0.05

0.02

0.08

0.00

就业中心

虹口龙之梦

浦东软件园

徐家汇

张江

外高桥

曹安

漕河泾经济技
术开发区

实测值

0.01

0.01

0.01

0.01

0.01

0.00

0.00

模拟值

0.03

0.00

0.03

0.00

0.00

0.00

0.01

就业中心

打浦桥

淮海路

江浦

陆家浜

陆家嘴

唐镇

豫园

实测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模拟值

0.01

0.01

0.01

0.00

0.03

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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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衰减系数取2.1时，依据模型计算得到的居民
受各就业中心吸引的比例（表 4）与实测值的直
线相关系数最高（图9），2.1就是该网格的距离衰
减系数。

④ 以相同方法计算其余网格的距离衰减系
数。由图 10 可见，各网格的距离衰减系数也不
同，但并未呈正态分布。各网格距离衰减系数平
均值3.0。

⑤ 比较势力范围划分的实测结果和模拟结
果。由图11可见，两者也高度相似，以模拟结果
为标准，有 71.9%的网格所属势力范围相同。地
铁、快速路、公路等快速交通线路会对势力范围
分布的实测结果产生影响。使用Huff的引力模型
公式，可对优化后的就业中心绝对势力范围进行
预测，准确率可达到71.9%左右。

4.2 就业中心和商业中心吸引力的距离衰减规律比较
从上文分析结果中可发现，虽然引力模型最早是针对零售业（商业）中心提出来

的，但就业中心的吸引力也符合引力模型规律，只是距离衰减系数与商业中心存在较显
著差异。

就业通勤中各网格的距离衰减系数不符合正态分布，而在1.7和3.4处出现两个峰值，

图9 第56432号网格中的居民受各就业

中心吸引的实测值—模拟值拟合
Fig. 9 Data fitting of measured and simulated

values of inhabitants attracted by employment

centres in No.56432 grid

图10 上海中心城区就业中心吸引力距离衰减系数
Fig. 10 Distance exponent for the attraction of employment centres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图11 上海中心城区就业中心势力范围划分的实测结果和模拟结果比较
Fig. 11 Comparison of measured and simulated results of the influence areas of each employment centre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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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者之间的2.8处出现一个低值（图10）。说明居民的就业通勤除受距离影响外，还受
其他因素影响。随着现代城市商业中心提供的产品、服务差异缩小，居民往往依据就近
原则选择购物目的地，购物出行中往往会将距离作为选择出行目的地的主要考虑因素之
一。与之不同，工作地的可选择范围较小（居民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选择适合的
工作，并非完全由居民自己决定，还受劳动报酬、可承受的通勤距离等因素影响），考虑
到换工作的成本，工作一旦选定，工作地往往具有唯一性、固定性。虽然大多数居民会
倾向于在工作地附近选择居住地[32]，但家庭、房价等因素会限制居住地的选择，对就业
通勤的距离衰减产生扰动：如双职工家庭就很难实现两人都能就近工作，有学龄儿童的
家庭还会受到选择就读学校的影响使居住地选择更加复杂[33-34]；高房价、高租金会迫使居
民住到离工作地较远的地区；即使就近居住若遇公司搬迁也有可能不得不远距离通勤。

从距离衰减系数的平均值来看，就业中心吸引力的距离衰减系数 3.0高于商业中心
（2.5）。说明购物出行和就业通勤对距离的敏感性存在较显著差异：购物出行属于非规律
性活动，居民可承受的出行距离较长；而就业通勤属于规律性活动，通常每周至少有 5
个工作日都需要在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通勤，居民可承受的出行距离相对较短，距离衰
减更大。

就业中心吸引力随距离衰减的这种特征也使得就业中心势力范围的实测结果和模拟
结果的差异大于商业中心。如浦东金桥地区不属于任何就业中心的绝对势力范围，不仅
是由于中环线及地铁6号线为居民较远距离通勤提供可能，还因为这一地区房价相对较
低，居民之所以选择居住在此并不完全受与工作地之间距离的影响。不夜城、长寿、曹
杨路等就业中心有地铁1号线、7号线、11号线经过，与外围房价相对较低的地区联系较
便捷，使得这3个就业中心在10 km之外仍然有绝对势力范围。

5 距离衰减系数的空间分层异质性探讨

5.1 研究假设和分析方法
距离衰减系数是引力模型中最具有探讨意义的参数。除商业中心和就业中心吸引力

距离衰减系数差异外，上文还证实了不同地区距离衰减系数不同，可将距离衰减系数值
显示在空间上（图12），进一步分析其分布特征。

图12 上海中心城区距离衰减系数分布
Fig. 12 Distribution of the distance exponent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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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2可见，无色彩显示的地区为距离衰减系数未通过 1%显著性检验或距离衰减
系数为异常值（0 或大于 9.9），主要位于外围非城市建成区（虹桥枢纽、村庄、农田
等），居住人口稀少，距离衰减具有不确定性，符合常理。距离衰减系数通过1%显著性
检验的地区呈现出较显著的空间分层异质性（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简称空间
分异性或区异性）：① 距离衰减系数由中心向外围递增，这与中心地区区位较好、道路
可达性较高（至其他任意地区的便捷程度较高）、出行空间阻力较小，外围地区可达性相
对较差、出行空间阻力较大的直观感受一致；② 越接近商业中心、就业中心距离衰减系
数越小，这可能与临近这些中心的地区至中心的出行选择性更多（可选择步行、非机动
车）、出行更加方便有关[18]。为检验上述观测结果的可靠性，使用地理探测器检验距离衰
减系数的空间分层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探测器 （Geodetector） 是由王劲峰等 [35- 36]提出并不断完善 （http://geodetector.
org），主要用于探测空间分层异质性及其背后的驱动力，基本思想是“假设研究区分为
若干层（子区域），如果子区域的方差之和小于区域总方差，则存在空间分异性；如果两
变量的空间分布趋于一致，则两者存在统计关联性”。地理探测器是一种分层统计方法，
无线性假设、对多自变量共线性免疫，还能探测两变量的交互作用，是分析空间数据空
间分层异质性的有力工具[35-36]。当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健康、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37-45]

领域。地理探测器的具体公式如下：

q = 1 -∑h = 1

L

Nhσ
2
h

Nσ2 （3）

式中：q为空间分异影响因素探测力指标；h = 1, 2, 3,……, L为因变量或自变量的分层；
Nh和N分别为h和全区的单元数； σ 2

h 和 σ2 分别是层h和全区的因变量的方差。q的值域为

[0, 1]，越趋近于 1，说明因变量的空间分层异质性越明显。如果分层是由自变量生成
的，则 q值表示自变量解释了 100×q%的因变量，q值越大，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
越强。
5.2 结果分析

首先，以图12中的分类对距离衰减系数的空间分层异质性做检验。商业中心吸引力
距离衰减系数的q值为0.934，就业中心吸引力距离衰减系数的q值为0.922，P值均小于
0.05 （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商业中心和就业中心吸引力的距离衰减系数都存
在较显著的空间分层异质性，前者空间分异更加显著。

其次，依据对图12的观测结果，选取道路可达性④、至商业（就业）中心距离作为

影响因素，检验其对距离衰减系数空间分布的影响。此外，至地铁站距离、居住人口密
度可能也是影响距离衰减系数的因素（一般情况下越临近地铁站出行越便捷，出行的空
间阻力越小；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开发建设越成熟，出行越便捷、空间阻力越小），也将
其加入检验模型。使用分位数分类法，将上述影响因素各自分为5类（图13）。

由表5、表6可知，上述4个因素对距离衰减系数空间分布的影响均通过5%显著性检
验，表明这4个因素能解释距离衰减系数的空间分层异质性。其中至商业中心距离的解
释力（q值）最大，达到了32.5%，可达性略低也达到了30.3%，至地铁站距离、居住人

④ 可达性评价方法有多种，考虑到本文可达性评价的目的是得到可达性分布图，属于全局评价、仅考虑路程（路网上的

便捷程度），适合使用距离法评价[46-48]。评价方法为以道路交叉口为评价节点，权重均为1，计算研究范围内每一个道路

交叉口至其他所有道路交叉口的网络距离（以路程表征）。距离和越小，表明该交叉口至其他所有交叉口越便捷，可达

性越高。对道路交叉口可达性值做克里金插值分析，输出像元大小与研究空间单元一致，均为200 m网格，得到可达性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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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密度的解释力较低，分别仅为8.6%和8.2%。而对就业中心距离衰减系数而言，这4个
因素的解释力均在5%以下。在上述4个因素两两交互作用下，距离衰减系数空间分布受
到的影响均大于任何一种因素的独自作用（表7、表8）。

检验结果表明商业中心、就业中心吸引力距离衰减系数空间分布的内在机制存在较
显著差异，前者的分布更有规律性：至商业中心距离、可达性是产生商业中心吸引力距
离衰减系数空间分层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就业中心吸引力距离衰减系数空间分布虽然也
显著受到这4个因素影响，且因素共同作用下对距离衰减系数的影响更大，但可解释性
都较低。这可能与就业通勤被影响因素较多，各因素均不具有绝对影响力有一定关系。

注：① 可达性的距离值越小表示可达性越高；② 地铁站影响通常以直线距离测度，因此至地铁站距离以直线距离

表征；③ 居住人口密度值仅表示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到的居住人口密度，不代表真实值。

图13 上海中心城区距离衰减系数空间分层异质性的影响因素
Fig. 13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factors of distance decay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表5 商业中心吸引力距离衰减系数空间分层异质性影响因素探测
Tab. 5 Detection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factors of commercial centres

q值

p值

可达性

0.303

0.000

至商业中心距离

0.325

0.000

至地铁站距离

0.086

0.000

居住人口密度

0.082

0.000

表6 就业中心吸引力距离衰减系数空间分层异质性影响因素探测
Tab. 6 Detection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factors of employment centres

q值

p值

可达性

0.036

0.000

至就业中心距离

0.037

0.000

至地铁站距离

0.015

0.000

居住人口密度

0.03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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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讨论

6.1 结论
在当前多中心城市中，商业中心的吸引力仍然符合引力模型规律：吸引力与规模呈

正比、与距离呈反比。以200 m网格为空间单元，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吸引力的距离
衰减系数平均值为2.5。用拟合后的变量、参数计算得到的商业中心的势力范围与实测结
果高度吻合。

在完成基本验证工作之外，本文还发现：① 地铁、快速路、公路等快速交通线网会
改变时空结构，与以路程表征的出行目的地选择产生差异；传统人气较高、规模较大的
商业中心会对其周边新兴的小规模商业中心形成“屏蔽”。上述两个原因都会导致商业中
心吸引力实测值与模型预测值产生偏差。② 就业中心的吸引力也符合引力模型规律。以
200 m网格为空间单元，上海中心城区就业中心吸引力的距离衰减系数平均值3.0高于购
物出行，表明居民对规律性的通勤活动的距离敏感性相对较高。③ 就业中心吸引力在随
距离衰减的规律之下，还受家庭、房价等因素影响，局部地区与引力模型有较大差异。

最后，本文还对距离衰减系数的空间分层异质性做了检验和归因：距离衰减系数具
有较显著的空间分层异质性。距离衰减系数不是唯一值，城市中不同地区道路可达性不
同、至商业（就业）中心距离远近、至地铁站距离远近、人口密度差异，都会影响居民
对出行距离的敏感性。距离衰减系数在空间上呈由中心道路可达性高的地区向外围递
增、由临近商业（就业）中心的地区向外围递增、由地铁站附近向外围递增、由人口密
度高的地区向外围递增的分布特征。其中至商业中心距离、可达性对商业中心吸引力距
离衰减系数空间分层异质性的解释力分别高达32.5%和30.3%。
6.2 讨论
6.2.1 关于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手机信令数据，从中识别用户的居住地、工作地和游憩地
代替问卷调查。使用手机信令数据最大的问题在于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识别结果是否
会造成二次误差、能否反映真实情况。本文的重点不是数据处理方法，因此使用已有方
法处理数据，识别结果与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的相关系数较高，说明识别结果作为大样
本抽样应该具有代表性。此外，手机信令数据通过基站定位，存在百米级左右误差。本

表7 商业中心吸引力距离衰减系数空间分层异质性影响因素交互作用
Tab. 7 Interaction between pairs of factors in distance decay of commercial centres

可达性

至商业中心距离

至地铁站距离

居住人口密度

可达性

0.303

0.372

0.327

0.314

至商业中心距离

0.325

0.331

0.331

至地铁站距离

0.086

0.121

居住人口密度

0.082

表8 就业中心吸引力距离衰减系数空间分层异质性影响因素交互作用
Tab. 8 Interaction between pairs of factors in distance decay of employment centres

可达性

至就业中心距离

至地铁站距离

居住人口密度

可达性

0.036

0.089

0.059

0.061

至就业中心距离

0.037

0.048

0.062

至地铁站距离

0.015

0.042

居住人口密度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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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过核密度分析尽量使居住地、工作地、游憩地的分布更加接近真实。考虑到在上海
中心城及其影响区1180 km2范围内开展研究，这一误差对结果影响应该不大。

引力模型的规模变量应是商业中心提供的“效用”，Huff用商业设施面积代表效用表
征规模变量。由于在现代高强度开发、商业商务功能混合的城市中商业设施面积很难获
取，本文使用商业中心面积表征规模变量。在上海中心城区普遍高强度开发的环境下，
一般土地面积越大、商业设施面积越大，由此产生的误差应该影响不大。
6.2.2 关于距离衰减系数 本文使用最原始的方法校正距离衰减系数。以200 m网格为空
间单元，每个网格逐一拟合吸引比例的实测值和模拟值，24个商业中心、30168个空间
单元需要进行71679168次计算。这一方法是Huff提出来的，受当时问卷调查样本量和数
据处理技术限制，只对3个社区的距离衰减系数做了校正。在手机信令数据和计算机技
术的帮助下，当前已可实现用全市层面的大样本数据校正距离衰减系数。虽然计算量较
大，但可以从个体出行目的地选择中揭示引力模型最本源的规律，反应不同地区距离衰
减的不同特征。

经研究校正后的购物出行距离衰减系数 2.5，就业通勤距离衰减系数 3.0，仅代表以
200 m网格为空间单元的距离衰减系数。这是由于不同尺度的空间单元距离计算误差、
平均的交通条件不同，距离衰减系数也不同。若模型应用的空间单元尺度改变，距离衰
减系数需要重新校正。但可以明确的是就业通勤对距离更加敏感。此外，不同时期、不
同城市的交通条件不同，影响出行目的地选择、可承受出行距离的因素不同，距离衰减
系数需要分别校正后才能将模型投入应用。

研究得到的距离衰减系数值只是针对上海中心城区而言，未必适合其他城市。但研
究发现在多中心城市中，引力模型依然适用，距离衰减系数视出行目的、交通条件而异
的结论具有普适性。研究使用的方法和技术同样适用于其他城市的研究。
6.2.3 关于模型应用 构建模型的意义在于总结规律，并在不断验证中修正对规律的认
识，模型的作用在于对无法调查的情景做模拟，例如预测未来，而非取代现状调查。用
实际调查的数据分析吸引力更加切合实际，模型只能起到补充作用[49]。随着数据获取条
件改善，现状分析应倡导使用观测数据，并用观测数据检验变量、校正参数，最后将检
验后的变量、校正后的参数代入模型对未来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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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ng gravity model in multi-centre city:
A study based on individual mobile trajectory

DING Liang1, NIU Xinyi2, SONG Xiaodong2

(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2.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of scale variables and distance exponent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gravity model in urban study is challeng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 centralized Chinese cities, the gravity model must be validated because several
relevant external conditions have chang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validate Huff's
Gravity Model using an individual mobile trajectory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user in 2015.
We follow Huff's two-step validation method: variable validation and parameter correction. Our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attractions of commercial and employment centres
conform to the law of the gravity model in which the attraction is proportional to the scale of a
centre and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distance from a centre. Second, in the spatial scale of
Shanghai central city with spatial units in a 200- m grid, the mean distance exponent for
commercial centres is 2.5 and that for employment centres is 3.0. The distance decay for
commuting is greater than that for shopping trips, which means commuting is more sensitive to
distance. Third, the gravity model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influence areas of adjusted
commercial and employment centres based on validated variables and corrected parameter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ediction accuracies can reach 78.5% and 71.9% for the
commercial and employment centres, respectively.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for employment
centres is slightly lower. This is because the attraction of employment centres i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distance but also by factors such as family and housing prices, which will affect the
prediction results. Lastly, in this study, we verify the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of distance
decay and determine that the distance exponent is not a unique constant because it has different
values in different areas. Factors such as accessibility, distance to each centre, distance to a
subway sta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will affect distance decay.
Keywords: gravity model; multi- centre; model validation; distance decay;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individual mobile traj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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